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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影响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相关主要科技活动的潜在伦理风险。以“互联网+”、生命健康和新材料科学领域代表技术为研究对象，基于Web of Science、PubMed、Scopus、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筛选出1463篇相关中英文文献，梳理、分析和预判其中有关信息资源公平、生物资源公平、公共安全等问题，揭示其中所隐含的人体安全、隐私保护、受试者尊重等伦理风险；基于此，以浙江省数字一体化建设为例，阐析浙江省政府作为元治理者行使三阶治理职能，为多元主体共治提供基础治理平台、促进多元主体参与一二阶治理的实践措施，如建立自纠自查伦理生态、伦理治理信息化平台等，为研判新兴科技共性伦理风险、探索科技伦理治理新模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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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修缮、确认中文摘要、关键词后，对应修改英文摘要、关键词】
Abstract: The potential ethical risks of the ma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prosperity Demonstration Area in Zhejiang Province was explored. Taking "Internet +", life and health and new material Science representative technolog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143 relevant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Web of Science, PubMed, Scopus, CNKI, Wanfang, VIP and other databases.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fairnes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the fairness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public safety were sorted out, analyzed and predicted, and the ethical risks of human safety, privacy protection and subject respect were revealed. Based on this, taking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practical measures taken by Zhe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as a meta-governor to exercise the third-order governance function, which provided a basic governance platform for the co-governance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promoted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first-order governance,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self-correction and self-examination ethical ecology, ethical governance information platform, etc.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common ethical risks of emer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ew mod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thical governanc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systematic arrangements for the ethical govern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licitly requiring the formulation of a lis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with high ethical risk. As a Co-prosperity Demonstration Area, Zhejiang province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 life and health and new materials. The potential ethical risks of th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on co-prosperity and social equity should b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which ma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rafting of national lists. Through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otential ethical risk in the three areas of information, life and health, and new material science representatively, and foresaw the potential social public issue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equity, biological resource equity, public security and others,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subject individual risk of human security, privacy, respect and so on. Zhejiang province carried out "early-warning thinking" on the ethical risk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xplored the three-level "meta-governance" ethical governance path. Taking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illustrates that Zhe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as a meta-administrator, exercises the third-level governance function, provides a basic governance platform for the co-governance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promotes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first and second-leve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judgment of emerg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mon ethical risk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new ethical governance models in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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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科技创新在促进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支撑作用，但是科技发展也会产生异化，高风险科技活动如基因编辑婴儿可能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长期和广泛的不良影响，因此，科技发展需要道德先行和伦理规制。科技伦理治理的迫切需求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2021年12月，我国新修订《科技进步法》，为科研伦理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则首次在国家层面对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明确要求制定科技伦理高风险科技活动清单（以下简称“清单”）。清单的设立是科技伦理治理政策落地的重要举措，科技伦理风险预判是科学建制的基础。目前，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正积极研究、起草清单，并向科技伦理学界、政府相关部门征集意见和建议。
浙江省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拟在2035年建成“互联网+”、生命健康和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共同富裕。但是，科技发展过程中潜在的伦理风险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如信息平权困境、生物资源分配问题等可能对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产生阻碍，对相关科技活动的伦理治理必须深刻体现共同富裕的政策伦理价值。
为此，本研究针对《浙江省中长期科技创新战略规划》中列举的“十四五”期间重点发展的“互联网+”、生命健康和新材料科学领域中的代表性科学技术，通过系统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对上述领域科技活动的潜在伦理风险进行汇总分析，以期为浙江省在共同富裕示范区科创高地建设中科学预判相关科技伦理风险提供基础，为国家制定清单提供参考。
2  文献检索策略与检索结果
以浙江省在“十四五”期间重点发展的人工智能、区块链、胚胎、干细胞、基因测序、基因诊断、基因编辑、生物样本数据库、精准医学、神经生物成像技术、脑机接口、新型结构材料、新型功能材料、新型智能材料等技术为主要研究对象，选取 Web of Science、PubMed、Scopus、中国知网（CNKI）、万方、维普等6个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2年2月16日，并根据已检索出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拓展检索。检索的关键词为“伦理问题”“伦理风险”“风险与受益”“受试者保护”“自主”“知情同意”“公平”“公正”“安全”“尊重”“责任”等。
遵循代表性和权威性原则设置纳入排除标准，对所检索出的文献进行如下处理：（1）按照代表性原则，尽量选取被引用率高、代表性强的文献，以保证样本质量；（2）按照概念的权威性原则，主要选择有影响力的期刊中的文献，排除公告、声明等文本；（3）按照纳入排除标准，由两名经过培训的研究者各自独立进行文献筛选，如有分歧先通过内部讨论解决，若无法达成统一意见则咨询本领域专家进行裁定。在筛选文献时，首先阅读题目和摘要，删除重复或明显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然后全文阅读，删除研究内容不符的文献。按纳入排除标准和人工清洗后，最终获得文本资料14363篇，包括英文学术文献79篇和中文学术文献64篇。【加起来不足163篇】
3  关键共性科技伦理风险研判
3.1  信息科学领域
数字经济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数字鸿沟可能会带来信息平权困境，对实现共同富裕带来挑战。信息化催生了新的信息弱势群体，他们可能因为遭到人工智能（AI）技术中的算法歧视而无法公平地获得信息资源，继而损失有关健康、教育等基本权利，滑向社会经济更低层次；同时，数字化技术造成的诱导需求、安全漏洞等问题可能影响相关产品受众群体的自由意志和正当权益，分割信息技术应用主体的责权，破坏公平的市场规律和公共秩序，阻碍共同富裕的进程。因此，需要充分预判防范其中的伦理风险，从而发挥共同富裕的制度伦理价值。
[bookmark: OLE_LINK1]人工智能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技术手段，在复杂决策、控制系统、仿真系统等应用中发挥巨大作用，其道德地位、算法公平、社会公正等内容成为了科技伦理的关键议题[1]。人工智能道德地位的界定是科技伦理辩护和法律规制的焦点，但其利益相关主体如设计者、制造者和使用者的责任、义务的界定颇为困难[2]。人工智能算法的不透明性会导致算法歧视，由此催生信息不公平和数据权利失衡[3]。人工智能可能对民众意志产生诱导，通过算法推理、内容推送和图示等影响个体信息接触面，影响受众情绪体验和决策选择，诱导人群作出非真实自我自由的选择[4]，从而破坏市场的公平秩序。机器学习产生的深层假象（deep fakes）给公共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深度学习能够通过大数据深度伪造假视频、假文本等假数据集，因此可能威胁公共秩序和市场的公平稳定[5]。此外，与人密切接触的AI设备的安全性、公平性存疑，如机器人手术往往存在着循证医学证据不足、数据质量不佳、样本量过小等问题[6]，鉴于高昂的费用，其投入与产出比可能不佳，因而导致卫生资源的配置不合理。
[bookmark: OLE_LINK2]区块链通过数据的存储、认证、执行等技术打破跨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区域数据的流动、共享、透明化和溯源，在促进社会治理结构扁平化、公共服务透明化和构建自由开放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7]，但其中存在的隐私安全、个体主权、知情同意等方面的问题值得重视。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安全性存在巨大风险：由于智能合约依赖于数字代码，可能因人为侵入、管理失误、系统安全漏洞等无法正常运行[8]。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使得对责任主体的界定极为困难，责任的追溯无法落实[9]。区块链数据具有不可篡改性，基础数据可以追溯个人元数据，造成隐私泄露的风险[10]。此外，智能合约的参与者【指代不明】的匿名也给破坏市场规律和金融秩序、妨害公共安全等行为埋下隐患[11]。
3.2  生命科学领域
生命科学新技术对人群健康平权带来巨大考验，而健康平权是实现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健康平权的困境主要来自6个方面：一是生命科学新技术占用卫生资源而导致的分配不公问题；二是生命科学新技术带来的人类基因天赋不公和健康素质差异；三是生命信息所有权归属的公平性问题；四是会聚技术中人机结合带来的公民责任与权利匹配性难题；五是知情同意困境加重弱势群体的风险-受益不合理问题；六是由于基因和神经信息等隐私暴露带来的次生社会歧视。以上这些伦理风险在干细胞、基因技术、神经生物成像技术等中的具体呈现如下：
干细胞技术和基因技术为机体修复、改造提供了机遇，但其带来的卫生资源占用、人类增强、基因歧视等问题可能造成健康权的不公。诱导多能干细胞极大程度缓解了干细胞来源紧缺的问题，但其商业化运作可能使社会经济地位高层次人群占用卫生资源获取健康利益[12]。生殖系基因编辑将造成严重的先天基因天赋不公，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可见，科技改造人类的狂热内驱力仍然存在，因此须严格建制约束[13]；虽然体细胞基因编辑的研究可以得到伦理辩护，但基因修饰产生的人类增强也会造成基因天赋的不公，需要格外审慎[14]。基因专利权归属的争议日益剧烈，虽然多个国家已经立法授予基因专利权，但基因密码的所有权应该归属全体人类还是研究者，是应该保护研究者的垄断利益还是维护基因提供者的利益，依然是基因信息权争议的焦点[15]。区别于一般生物信息，基因信息具有高度敏感性，个人、家庭的基因密码如果被暴露，其可能会受到基因歧视，以及影响其有关生育、医保、就业、升学等社会权益[16]。
生物样本数据库有组织地大规模收集生物材料样本并系统保存和利用生物信息，为精准医学、人群基因组学等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区别于传统临床研究人体安全的第一考量，受试者信息保护应该成为生物样本数据库首要考量的伦理问题，以保证受试者的合理的风险与受益[17]。生物样本数据库的数据安全、知情同意困境有可能增加受试者风险。生物样本信息的存储亟须制定相关的标准，如语义异构、模式异构等[18]，数据保密需要解决数据入侵、数据主体身份被破解的风险等。样本捐赠者实质上只被赋予受试者是否入库的权利，并未被赋予按照自我意志运作自身生物样本的积极权利，因此真实的知情同意难以达成，受试者的风险与受益存疑[19]。由于在生物样本收集时无法精准确定实验内容，因此无法采取经典的和层列式的知情同意程序[20]；在生物数据被调取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可能因新的科学发现而产生新的研究需求，但难以保证其向受试者的主动更新告知[21]，且文化水平较低的受试者因理解力的限制而损失知情同意权。此外，生物样本或信息的共享分配公平问题受到持续关注。生物资源不能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应该接受严格的监督，需要建立专家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实施共同管理[22]。
精准医学以个性化理念为导向开发适合个体特质的诊疗方案，为精确判断疾病、预测诊疗提供路径[23]，但是，基因诊断的疾病并不一定是事实疾病，基因诊断带来的过度诊断可能造成相关个体心理焦虑和医疗资源的浪费[24]。由于精准医疗具有高投入性，其可能挤占基本卫生服务资源，降低卫生体系的总体健康产出价值，拉低卫生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比，造成实质上的卫生资源浪费[25]。精准医学是一种转化医学，需要独立的伦理审查，且由于其中涉及的科研单位和医疗机构主体多样，审查的内容需要高度相关的专业知识，因此需要成立专门的伦理委员会实施审查[26]。因为精准医学产出的效果极为复杂，因此要严格把控其疗效和安全性，严格评价有关风险与受益比，保证受试者的利益[27]。
[bookmark: OLE_LINK5]神经成像技术突破了传统的结构成像功能，进一步完善了功能成像能力，但该技术的适用范围可能突破了诊断与治疗等传统医学目的，成为窥见受试者的心理、行为甚至遗传模式等隐私的路径[28]。功能成像能够捕捉个体的意识、思维、认知和决策模式等个体内动力素质特征，如果在就业市场、医疗保险等领域中被滥用，那么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歧视[29]；语言加工、学习记忆、认知能力等信息也可能成为学生能力天赋筛选的依据，一旦被滥用，可能导致严重的教育不公平。成像技术与基因表达结合，可判断代际遗传和神经性疾病的关系，预测下一代或更远代的发病情况，如果使用不当，那么个体或后代的神经遗传信息隐私权极易受到侵犯并令其遭受社会歧视[30]。此外，由于神经成像技术具有暴露个人脑功能信息、干涉个人精神安全的风险，因而获得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具有一定难度，受试者的权利保护成为重要的伦理议题[31]。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脑机接口是具有代表性的会聚技术之一，通过收集、分析神经信号并采用算法加以转化，实时操控联结的设备来达到神经康复和人体外部辅助等目的，必须要重视电子元件和人体相连接时的技术安全性问题，因为外部程序能够影响人脑功能、干预自我认识和意志，所以需要高度重视如何预防外部程序违背人类意志、产生危害人类的行为[32]。脑机接口辅助的患者的行为责任界定极为困难，由于受到外部程序的影响，人格同一性的前提难以保证，行为到底是出于人的自我意志还是程序推演难以明确，因此行为追责极为困难[33]。和神经成像技术类似，脑机接口可被用于人类潜意识探测，因此也可能暴露神经隐私、干涉个人精神安全[34]，为社会歧视埋下隐患。更为棘手的是，需要脑机接口辅助的受试者可能无法保持清醒意识，例如闭锁综合征患者，那么就意味着受试者真正的知情同意无法达成[35]。
3.3  新材料科学领域
新型结构和功能材料由于具有独特的结构、形态和表面性能，在能源、光电、生物医学等领域得到了重要运用。生物新材料通过生物合成为机体提供生物材料，新型智能材料因自适应性反馈功能而在生物医药、智能交通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但是新型材料可能带来的人类增强将造成健康权的不公，其高昂价格可能造成卫生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其带来的人体危害和环境污染尤其值得重视，须谨防弱势群体沦为新型材料生产风险、环境风险的受害群体。新型结构和功能材料与医学的结合可能打开人类增强之门，威胁社会公正，例如，使用碳纳米管制造的人造肌肉可用于治疗运动系疾病，但如果超出治疗范围应用，使正常机体拥有超常运动能力，这就可能引发新的社会不公[36]。同时新型材料的远期治疗效果尚需要循证依据佐证[37]，如陈黄敬一等[38]、Sethuraman等[39]的研究表明纳米材料在激活免疫应答、纳米多糖在修复心血管系统、活性玻璃在创面黏合、特殊载体在靶向药物治疗中应用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深入；而昂贵的费用可能造成患者的沉重经济负担，不确定的治疗效果带来健康风险，因此，卫生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比可能被拉低。生物合成材料的应用也存在此类问题，如合成生物学将基因、酶等核心生物元件整合为自然界不存在的生物系统，合成体的稳定性往往存疑，毒性生物元件的识别具有难度，因而可能产生生物相容性差、免疫原性大等副作用[40]，影响到受试者或者患者的风险与受益。
新型材料的研发和应用可能存在人体危害和环境污染，需要重点防范，尤其要注意弱势群体保护。新型结构和功能材料的生物毒性及不稳定性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如人体吸入纳米材料可引发致命性肺损伤[41]；新型材料在环境中的沉积可能造成生态污染，其生物毒性可能通过土壤、粮食、牲畜的吸收发生富集，并通过生物链传递至人体[42]；生物新材料合成体可能因基因变异、基因逃逸而使特定遗传物质扩散到环境的其他有机体中，形成新的物种甚至新的病原生物，严重威胁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43]；新型智能材料生产过程中使用或产生的材料如石墨烯等也可能造成环境危害，新型智能材料研发水平领跑的国家如英国极其重视智能材料产业环境污染的防控，新型智能材料的环境风险可见一斑[44]。基于以上风险，要尤其注意避免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弱势群体沦为生产风险、环境风险的承担群体，因此有必要对新型材料的研发和生产的选址、用工等进行严格规定。
4  重点科创领域伦理治理推进路径及案例
4.1三阶元治理伦理治理路径
基于新兴科技活动的伦理风险，浙江省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科技伦理治理。共同富裕的政策伦理价值在于通过构建公平公正的治理秩序，赋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促进治理主体的自我成长，体现民主的工具理性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从而指引共同富裕的取向、完善共同富裕的机制。然而，传统的伦理治理模式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创新伦理治理模式亟须开拓，需要回答伦理治理的切入点、责任主体和实现路径等3个核心议题。1975年美国召开的阿西洛马会议明确将预警性思考作为应对新技术带来的伦理风险的重要原则，呼吁将预判科技伦理风险视为有效治理的起点[45]。这次会议是伦理治理演进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前瞻性伦理治理新时代的来临。针对科技伦理治理责任的归属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主张科技伦理问题的防范与治理不只是科学家的个人责任，应该由政府、学术团体、媒体和公众等共同参与，因此，应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伦理治理网络作为框架。由于新兴科技具有前沿创新性、动态变化性和多元互动性，政府科层式治理难以快速回应科技伦理治理需求，因此宜采用强政府、强社会的元治理逻辑。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的治理理论模型[46]【宜著录原始文献】，在元治理中，政府应承担建立上游规则、提供政策保障、促进监督落实的三阶治理责任，科研单位、学术团体、研究者、受试者、社会公众等主体应共同承担伦理审查建制等二阶治理责任以及科技伦理培训、科普等一阶治理责任。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元治理路径较好地契合共同富裕的政策伦理价值，通过对多元主体的公平赋权，规避在科技伦理治理决策中的政府失灵现象，以及治理落实中的利益相关者瘫痪，给予社会经济弱势地区、弱势群体共同治理话语权。
4.2 浙江省元治理科技伦理治理实践
浙江省业已开展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元治理科技伦理治理路径的探索，其中重要的尝试是进行数字一体化发展的伦理治理。数字化改革是浙江省深化社会经济改革的总抓手，早在200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数字浙江”建设；2014年，浙江省全面实施“四张清单一张网”，促进信息技术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信息化技术极大程度地提高了浙江省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截至2021年 6 月底，浙里办APP为6 900余万名用户提供了3 642 项政务服务事项[47]；全省电子商务、企业互联网平台2021年实现网络零售额25 230.30亿元[48]。然而，其中所包含的数字信息安全、隐私保护、数字鸿沟等科技伦理焦点问题已经引起浙江省的高度重视。在科技伦理治理中，浙江省政府作为元治理者行使三阶治理职能，不仅需要推动信息技术伦理治理上游制度的完善，还要为多元主体的共治提供基础治理平台，为此，通过立法保障数据人格权以应对过度采集公民信息、数据隐私保护问题，为伦理治理提供上游保障。《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标准化体系建设方案（2021－2025年）》明确提出要促进数字法治在内的五大系统标准体系的基本建成，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政策指引。同时，浙江省还促进多元主体参与一阶、二阶治理，具体做法有：一是建立良好的领域内自纠自查伦理生态，构建适合信息技术开发群体特点、协作习惯的伦理自查自纠社区机制，推动自我伦理监督；二是建立信息化领域伦理专业指导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制定信息化科技伦理治理的专家共识，开展重大科研项目的伦理审查、追踪、监督和指导；三是依托信息化技术优势，建立特色领域的伦理治理信息化平台，设立公共专家库，采用信息化管理工具降低伦理治理措施落地的技术门槛；四是拓宽民众参与治理的途径，建设民主促民生公共治理平台，开展了“12345”市长热线、民意直通车、民主恳谈会等特色治理实践。
5  总结与展望
浙江省作为我国建设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在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和高质量发展中需要重视在“互联网+”、生命健康和新材料技术发展等带来的伦理风险。研判新兴科技的潜在伦理风险是科学建制的基础，这些新兴科技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如产生信息平权困境、健康权利的不公等问题，继而可能影响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造成公共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损害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的福祉，最终对共同富裕造成阻碍。对关键技术领域的伦理治理需要构建公平公正的治理秩序，赋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指引共同富裕的取向，完善共同富裕的机制。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元治理路径较好地契合共同富裕的政策伦理价值，浙江省政府需要在其中担当元治理者的角色，完善科学技术伦理治理的上游制度，同时为多元主体的共治提供基础治理平台，促进科研单位、学术团体、研究者、受试者、社会公众等主体共同承担一阶、二阶治理责任。目前，浙江省业已探索开展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科技伦理元治理路径，在数字一体化发展的伦理治理中促进多元主体伦理治理责任的落实。
综上，来自于共同富裕示范区科创高地建设的科技伦理风险预判，可为国家制定清单提供参考，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元治理模式，可为实现共同富裕政策伦理价值指引下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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